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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后，人们踏着坎坷泥泞的
黑土地，背井离乡，长途跋涉，生死两茫
茫。这是军旅画家陈钰铭历时四年创作
完成水墨画《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的画面。这是一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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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巨幅
水墨画。画家采用他一贯的“重”和“黑”
的风格来表达悲剧主题。写实的水墨语
言，垂直的叙述力度，长驱直入，直达核心，再现了中
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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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耻辱的一幕。
如何用水墨的形式把重大历史事件浓缩在巨幅

画面里，并使其具有民族史诗性的特质，画家必须下
一番苦功。

为了艺术地再现当时那种山河破碎、痛失国土时
人民的心情和处境，从而强化后世对历史事件的记
忆，画家巧妙布局和精心构图。中国画讲求“简”，但
要表现这种史诗性的大场面，人物众多，浓重的悲剧
氛围，厚实饱满的压抑感，完全按照传统的水墨画原
理显然是行不通的。沧桑的脸庞以及包得鼓鼓的东北
老棉袄需要用重墨或焦墨根据水的去向一遍一遍地

皴，但也不是把这种“重”与“黑”一味的铺排，中国画
中“无”的哲学意味一样的呈现在画面中，火车的蒸气
和浓烟恰好形成了画面的虚实关系，滚滚红尘，浮游苍
生，从而强化了画面的悲怆感。远处的人物用简笔勾
勒，留给人以无穷的想象空间。由于篇幅巨大，绘画时
眼、手、心的整体观照在这里派不上用场，这就要求画
家在心里对细部与整体有一个抽象的把握。同时，水墨
画是一次成型，这也是对画家的水平和功力的一次检
验。创作这种超大规格的画，弄不好要么失去整体的气
韵，要么缺少局部的生动性。但是陈钰铭在这幅画里表
现出了他扎实的功底和高超的技巧，即使把每一个局
部放大后，其用笔、用墨的把握，干湿浓淡、长短粗细的

调致，都具备了水墨画的完整性，大
气磅礴，气韵贯通。

画家打破了中国水墨人物画
讲求平面铺排和肖像罗列的传
统，运用了西方绘画技法中透视
关系和纵深效果，使画面丰富、饱
满，更具层次感。同时“重”和“黑”

的叙述手法，突出了民族的疼痛感，沧桑、悲凉，大气
磅礴，直抵灵魂。陈钰铭娴熟地将西画的“精确”和中
国画的“偶然性”糅合在一起，用透视关系和画面的
纵深感形成一种“厚”和“远”的效果，加深了“人民失
去家园”这个主题。以光和影的素描手法塑造人物的
面部，便于将人物的细微情态刻画出来，给观者以伤
痛、悲哀、痛在骨头里的感觉。在这里，国画线条和泼
墨效果增强了画面的虚实感。画面中如棉袄、头发等
许多地方借鉴了版画的平面黑白灰关系，暗部运用
了山水画中的积墨方法，从而达到一种雄浑苍茫的
气势和沉重的压迫感，使观者从心底里萌生出一种
直抵心灵的悲剧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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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屏形象塑造的思维走向
仲呈祥 戴毅华

一个时代往往因其具体的历史条件
形成一种彪领时代潮流的主要文艺形式。
%&

世纪以来，凭借着现代化电子传媒的优
势，电视剧已经成为覆盖面最广、影响力
最大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代表着当下大
众审美思维发展的最新水平。而荧屏新近
出现的一批深入民心的人物艺术形象在
创作思维上发生的深刻嬗变，正引起了人
们的普遍关注和思考。

其突出表现在于，荧屏上的英雄人物
形象越来越注重黑格尔强调的“鲜明的个
性描写”，越来越多姿多彩；普通人物形象
越来越注重黑格尔力倡的“生动性与完满
性”，越来越不是二元对立的非好即坏。

前者先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
光荣形象，他那“一根筋”的思维方式、行
为方式和语言方式，他那对理想信仰的忠
诚和对人民军队的挚爱，以及他在处理与
妻子、儿女关系上的不近人情处，都感人
至深。接着是《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他
那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亮剑”精神，他
那舍死忘生的英雄气概和叫人不能不爱
的草莽习气，都真实鲜活，过目难忘。还有
《潜伏》里的余则成形象，《人间正道是沧
桑》里的瞿恩、杨立青形象，《我的兄弟叫
顺溜》里的顺溜形象……都对广大观众产
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后者只消把
%'

年前造成轰动的 《渴
望》与刚热播的《祈望》加以比较即可明白。
《渴望》中的刘慧芳和王沪生，是二元对立
非好即坏的两极的典型形象。刘慧芳是
“善”的典型，好事让她做尽，倒霉的事都让
她承受。“文革”中，她古道热肠，抚慰被打
成“狗崽子”的徒弟王沪生受伤的心灵，始
为其师傅，继为其妻子；为照顾养女小芳，
丢了工作，失了家庭，累垮了身体，连亲生
儿子的抚养权都未能保住。这位极端的“好
人”形象，确实煽情，令人扼腕叹息。而王沪
生则是另一极端的“坏人”形象，他忘恩负
义，喜新厌旧，冷漠寡情，是个十足的“当代
陈世美”。而《祈望》中的人物形象则立体了
许多。男主人公姜文君，工作敬业，生活严
肃，爱妻子，疼女儿，孝老母，但性格的偏执
却里外得罪了不少人。女主人公芦苇在家
可谓贤妻、慈母、孝媳，在外堪称尽职尽责
的优秀护士长，但在处理家庭问题上，却有
着“小女人”常见的毛病。还有那个也举足
轻重的角色蒲剑峰，尽管因“花心”毁了家
庭、因经济失足丢了公职，但却并非坏人，

他对同事、对妻儿都不失男人气概，而且在
自办民工医院为民工尽心服务中显现出人
性善的光辉……所有这些活跃于荧屏的人
物形象，都是立体化的，好中尚存不足，不
足中仍见美善，真实可信，栩栩如生。这表
明：荧屏人物形象塑造的审美创作思维发
生了深刻嬗变：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
向思维走向执其两端、关注中间、把握好
度、兼容和谐的辩证思维。

马克思有句名言：“人民的最美好、最
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哲学思想里。”
从哲学层面总结当下荧屏人物形象审美
创作思维的深刻嬗变，意义重大。过去我
们对“典型人物”的理解是狭隘的，关注的
主要只是“好”与“坏”这两极的英雄人物
典型与反面人物典型。而现实生活中，确
还在这两极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中间人
物”。再者，即令是两极的典型人物，也不
可能是纯粹的“好”或“坏”，人生和人性中
的非黑非白的“灰色地带”时时可见。这大
概就是恩格斯当年强调“每个人都是典
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的客观依
据。惟其如此，《祈望》中出现了姜文君、芦
苇、蒲剑峰等各具典型意义的普通人物形
象，而原本在剧中不失为英雄人物形象的
石光荣、李云龙、余则成、杨立青等，才以
“鲜明的个性描写”令观众耳目一新。

其实，毛泽东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里就指出：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
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
历史的前进。”茅盾在《创作问题漫谈》里也
针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两极化倾向指出：“据
我看来，典型人物和英雄人物应该有些不
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有正面的典型，
也有反面的典型，还可能有一种中间状态的
典型。……英雄人物同时又是一定的典型。
典型人物却不一定是英雄人物。”显然，毛泽
东强调的“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
样的人物来”和茅盾呼吁关注的“中间状
态的典型”，确实在较长时期以来被忽视
了。至于邵荃麟以文艺理论家的胆识鲜
明提出“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原本正是
为匡正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创作思维上
的片面性，但遗憾的是却遭到了不公正
的批判，甚至在十年浩劫中被划入“黑八
论”而打入冷宫。

文学是人学，电视剧艺术亦然。电
视剧当然要注重讲故事，而故事的主
人公是人。所以人物形象塑造仍是电

视剧创作成败的关键。无疑，英雄人物典
型形象因其承载着时代理想、反面人物典
型形象因其独具的警世作用，都有其不可
替代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但以艺术的
方式把握世界，仅有这两极的典型人物形象
是不够的。冯雪峰在《英雄和群众及其它》
中早就指出，现实生活总是“中间大两头
小”，大量不好不坏的芸芸众生，也是文艺
创作“重要的主人公”。茅盾也认为写好这
种人物，展示其心向真善美的精神追求轨
迹“对于群众的教育作用，会更大些”。这些
中间人物是构成社会的主要群体，是观众
在现实生活中时时可以接触到的真实的
人。以审美方式积极褒扬他们精神境界的
不断升华和善意批判他们伦理道德已经出
现的滑坡，既是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思维深
化的题中之义，也是防止滋生简单化、模式
化、极端化的鉴赏倾向的势所必然。

因此，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
维发展到执其两端关注中间的全面辩证思
维，不但有利于英雄或反面人物典型形象
塑造的个性化，而且有助于中间人物的典
型形象塑造的多样化。这确系哲学层面审
美创作思维的解放。但创作思维要真正做
到全面辩证，关键在践行科学发展观，把握
好度，兼容和谐。列宁说过，真理往前多走
半步就会成为谬误。“度”的把握，是辩证思
维的精髓。一旦失“度”，为了政绩，易滑向
以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把握世界，导致
概念化；为了市场，易滑向以利润思维取代
审美思维把握世界，导致媚俗化。而二者都
背离了兼容和谐的审美至境。譬如，在塑造
英雄人物典型时，由于一味追求“理想化”
失“度”重蹈“高大全”覆辙或一味追求“个
性化”失“度”渲染“匪气痞气”；在刻画反
面人物典型时，由于一味追求“人性复杂
性”失“度”夸大其“善心”；造成荧屏画廊
出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怪现象。再

如，在塑造各种各样的中间人物典型时，由
于一味追求“真实性”失“度”而消解了精神
流向的真善美旨归，一味追求“复杂性”失
“度”而呈现出思维混乱、行为矛盾、情致反
常，造成了荧屏人物形象质的规定性的模
糊和作品整体审美价值取向的混乱，甚至
以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取代了精神上
的美感。这理应从审美创作思维上寻找哲
学缘由。我以为，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提出的
“兼和为上———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是价
值的最高准衡”应当作为审美创作思维的
一条重要原则。他说：“合多为一谓之兼，既
多且一谓之和”，“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富
有日新而一以贯之”。他主张“以兼和易中
庸”，因为“中庸易致停滞不进之弊”。这种
“兼和”即兼容和谐的哲学思维理念，与黑
格尔的美学主张是相通的。黑格尔一是强
调人物的“特殊性和它的主体性融合在一
起”的“定性”即质的规定性，二是强调“人
物性格的丰富性”即“生动性与完满性”，三
是强调“一贯忠实于它自己的情致所显现
的力量和坚定性”，即情致的始终如一性。
这三条的统一，就是兼容和谐。审美创作思
维既非单一的抽象思维，亦非单一的形象
思维，而是“兼和”二者的意象思维。比如电
视电影《走四方》就是以兼容和谐的全面辩
证思维审美，创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当代
中间人物形象刘二喜。这个高考落榜、离家
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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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漂泊浪子，对老父、对兄嫂、对
侄女，有真情亦有失礼；对赵艳秋的爱情，
有执着也有粗鲁；生意场上更是既有谋略
也有失策。这个人物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
都生气灌注，真实自然，都来自改革开放的
历史潮流，都“定性”于人性的复苏和对真
善美的渴求，其性格的“生动性与完满性”
和情致的“坚定性”，都令人叫绝。从这个意
义上讲，《走四方》塑造人物形象的审美创
作思维的新经验，值得珍视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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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新中国 60年优秀的电

影作品，不能不提到“少数民族电

影”，如《五朵金花》、《农奴》、《草

原上的人们》、《阿诗玛》和《东归

英雄传》、《可可西里》、《花腰新

娘》、《诺玛的十七岁》等等。但近

年来，在大投入、大制作的影片较

量着争夺国际市场时，少数民族

电影的滞后是显而易见的。

人的生命有限，宇宙时空却

是无限的，怎样以“有限”去感受

“无限”，“看民族电影”显然是非

常有效的途径。因为“民族电影”，

尤其是真实的反映民族历史或现

实以揭示民族性格、展

示民族风俗的电影，历

来都是丰富人们精神生

活非常有效的途径。

我国历来就有现实

主义的创作传统，电影

一直在“真实性”的基础

上不断发挥认识世界、

教育群众和审美娱乐的

作用。扩大体验、扩大视

域、扩大情怀，也是要以

对象的“真实感”、能让

观众动情的“真实性”为

前提的，否则，观众很难

在“移情”中得到精神享

受。影片不能赢得市场，

也就很难充分实现其社

会价值。推动少数民族电

影进步同样离不开“真实

性”的普遍逻辑，一个是

民族性格的真实性，一个

是民族习俗的真实性。

通常，一部作品要

“表现什么、怎样表现”，

受制于主创人员民族属

性所决定的价值立场，而

任何价值立场都难免带

有一定的主观性。面对同

一个民族题材，不同的主

创人员会因个人视角不

同、创作动机不同、文化

情怀不同，使作品呈现出

来的“真实”也就不同，有

的甚至大相径庭。

有人认为电影只要

故事好，就有观众，民族属性是可

以淡化的。于是为了娱乐观众，创

作者会把剧中人物当作一个个叙

事符码，模糊其民族性格，进而使

观众很难通过影片了解某一民族

真实的生存状况。这样的影片，故

事本身也许很好看，甚至不乏哲学

的智慧，但是这样的智慧，对于观

众“扩大民族文化视野、深切感受

民族文化情怀”的愿望，是很难满

足的。而只有特定民族历史中的民

族人物，才能够作为“叙事的核心

元素”在其“核心的地位”上，以鲜

明的民族性格真实地反映民族文

化的特点和进程。据此，凡是好看

的民族电影，都必须把准确而深刻

地反映民族性格的人物留在观众

的记忆中。人们对于民族电影的关

注，说到底是对生活在不同于自己

的“那个”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境

遇中的人的生存状况感兴趣，只有

“真实”，观众的期待才能满足，兴趣

才能延伸。

当然，在结构矛盾冲突的同时

展示民族风俗，或者在展示民族习俗

的过程中深化人物个性，展示存在于

每一个民族成员的血脉又溢于其言

行的那些“特性”，这是民族

电影的吸引力所在。只是这

种展示，要以尊重生活的真

实为基础、以创造具有鲜明

民族性格的典型人物为目

标。倘若只是为了“民俗”而

民俗，就难免会在满足观众

猎奇心理的层面流于肤浅。

如果说特定民族性格

的刻画还能够在符合事物

普遍逻辑的基础上生成“可

信性”的话，那么，民族风俗

的真实性是只能从“生活的

真实”和“历史的真实”中挖

掘创作资源的。而这种资

源，又必须是通过真实可

信的“细节”表现出来的。因

而，要通过一个个真实细节

来表现某一民族的生活和

文化，不论本民族还是他民

族的艺术家，都不是靠几次

短时间的采风活动就能完

成的。只有当主创人员抛开

他者心态、抛开猎奇心理、抛

开俯瞰视角，让自己真正沉

入民族的生活并被其所感

动，进而爱其所爱、急其所

急、想其所想，同时还能够

深入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当

中，抓住人性的基本特点，才

可能廓清事物之间的逻辑

关系,才可能对这个民族的

历史和现实给予真实表

现。而这种表现，是应该紧

跟时代脚步的。因为，民族

性格与民族风俗并非一成不变，时

代的发展会使之在新的历史时期

拥有新的风貌。

今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民

族电影也应该“直接触及现实生活的

问题和任务，触及人类的经验，为当

代的问题去寻求答案，帮助人们理解

产生那些问题的环境”。为此，反映真

实的民族性格，表现

真实的民族风俗，方

可以让民族电影从

“难以深刻”的尴尬中

走出来。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中国画） 陈钰铭作

歌

中

的

家

园

李
道
新

目前，荧屏上最受关注的综艺形式
就是竞相赛歌，或曰“

(

歌”。东方卫视的
《民歌大会》的定位较为特别。它并不有意
追求外在的热闹与激烈的竞技，也不重点
考验歌者的勇气与评委的才智，而是适当
采用时尚元素和明星班底，力图发掘民歌
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使观众在歌声中
体会归根的眷恋与怀旧的情感，进而传达
一种社会需要的主流的核心价值观。

民歌来自民间。民间与
天空和大地更加自由、更为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个
日益都市化的，物质充盈、电
声弥漫的时代，跟大自然的
风雨雷电、莺歌燕语保有同
样旋律和节奏的民间歌曲，
打动观众的不仅仅是自在的
素朴和真诚，而且是那种发
自内心的爱与生机。这是歌
曲的发端，也是人文的根源。
这些民歌可使人须臾摆脱入
耳的嘈杂与尘世的喧嚣，徜
徉在茫茫戈壁、无边草场与
山水田垄之间，伴随着天籁
之音坚定地走向灵魂的家
园。
《民歌大会》很少呈现民

歌的“原生态”，选曲方面更
是主要集中在新中国建立以
后的“民歌红唱”部分，但这
恰恰是民歌、民间精神以及新
中国的红色记忆在都市空间、
电视媒介与流行文化中得以
传承的重要手段。当影视明星
郭晓冬、张恒纵情高歌《太阳
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时候，
当港台歌手赵传、容祖儿放声
唱出《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时
候，观众们已经不太在意这些
“歌手”的演唱水准，更不太会在意这些
“民歌”本来应具的细致入微的民间表达
方式，而是被这些仿佛来自高天厚土的
自然的旋律和节奏所激动，一种恋家乡、
爱祖国的内在情结被唤起，并集体认同
了共和国那一段渐行渐远的历史记忆。
通过这种方式，《民歌大会》再一次从精
神上激活了民歌的自然天性，又较为成功
地在“民歌”与“红歌”之间找到了重要的
结点，将悦人的娱乐色彩、感人的文化情
怀与化人的政治导向整合在一起，成为当

下荧屏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
民歌是民族的声音。新中国建立以

来，包括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朝鲜
族、赫哲族、壮族、瑶族、白族、黎族、佤
族等在内的各个少数民族，正是主要以
民歌为载体，强化了本民族的身份意识
与文化认同；特别是在《翻身农奴把歌
唱》、《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敖包相
会》、《乌苏里船歌》、《阿佤人民唱新歌》

等民歌声中，充满着各民族团
结在新中国的欢快感与自豪
感。这些浸润着民族生活方式
与民族精神文化的民族歌曲，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
歌曲的民族风格，既是新中国
建立以来音乐发展的丰厚资
源，也是提高民族自信心与增
强民族凝聚力的宝贵财富，需
要在任何时候、以各种方式发
扬光大。《民歌大会》正是一种
倡扬民歌的“大会”，力图借助
民歌的美丽与魅力，在荧屏上
复现各个民族的精神和气韵。
无论台湾艺人王思懿演唱的
《阿里山的姑娘》，还是马羚母
女表演和讲述的佤族歌舞，都
能给观众带来别一种心领神
会的感受和体验。从而对相
应的民歌产生一定的兴趣，进
而开始关注与欣赏各个民族
的文化特质及生存状态。如此
看来，与其说《民歌大会》是电
视节目针对民歌进行的音乐
层面的演绎，不如说是在利用
民歌表现一种丰富多样的文
化情趣与和谐共存的民族观
念；这样的动机，既能满足主
流意识形态的需求，也能契合
大多数电视观众的心理。

诚然，为了调动电视观众的兴趣，
《民歌大会》在明星选择、节目设计与互
动环节等方面，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为
了“趣味”放弃“品味”的现象，这是栏目
发展中必然出现的问题，但不能成为继
续存在的理由。只有以民歌为主体，才能
使《民歌大会》摆脱目前大多数综艺节目
的急功近利，并拥有某种超凡脱俗的气
质；也只有紧紧抓住民歌的文化内涵与
历史意蕴，才能使电视观众获得心灵的慰
藉，回到歌中的家园。

天门一长啸 万里清风来
———评民族交响音画《泰山》

臧东升

大型民族
交响音画 《泰
山》的问世，是
前卫文工团新
一代音乐人的
扛鼎之作。

泰山，雄踞
东方，拔地通天，以其自然与
人文相融合的山岳文化，在数
千年的发展积淀中，成为中华
民族精神的象征和华夏历史
文化的缩影。打造以泰山为主
题的音乐作品，应该说是几代
音乐人的奢求和梦想。但由于
其历史浩瀚、文化灿烂、精神
博大、内涵深邃，使得多少音
乐人高山仰止，望而却步。以
致说起山东民族音乐的代表
作，都是《沂蒙山小调》，一句
“ 人 人 那 个 都 说 沂 蒙 山 好
……”妇孺皆知。其实，你查
遍所有地图也找不到具体地
理位置的沂蒙山，成了最具典
型意义的艺术象征，足见艺术

的创造力。
《泰山》由合奏《云海观

日》、合奏《碧霞寻梦》、二胡
琵琶古筝与乐队 《盘道听
松》、埙独奏《林间戏鸟》、二
胡齐奏《龙潭吟瀑》、打击乐
《挑夫放歌》、弹拨乐《天街踏
雨》、合奏《石敢当赞》、合奏
《岱顶览胜》、交响合唱《天地
交泰》等十个乐章组成。乐曲
融入合唱、舞蹈、芭蕾、舞美、
朗诵、服饰等多种艺术形式，
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
力，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
映了泰山雄浑峻极的风貌，
以新的民乐演奏形式和创作
理念，写出了泰山悠久历史、

丰厚文化。
第一乐章云海观日，乐曲

在沉寂中弱起，伴之合唱队轻
声哼鸣，引领观众进入一个黎
明前万籁俱寂的典型环境。使
人联想到在那云天相交的东
方，一线晨曦由灰暗渐变成淡
黄，又由淡黄渐变成橘红。随
着音乐的发展，乐曲和合唱越
来越强，细致刻画了满天彩霞
和茫茫云海组成了华彩无比
的景象。当乐曲抵达鼎沸的时
刻，观众分明看到了一轮朝
阳，披着火红的霓裳升起在天
际。第三乐章盘道听松，由目
前该团最具实力，多次在全国
全军各种比赛获得大奖的郭

红 莲 、 林 朝
辉、马丽娜担
任领奏，优美
的旋律、娴熟
的技巧、丰富
的 表 现 力 无
不 使 人 拍 案

叫绝。第七乐章天街踏雨，编
导者奇思妙想，竟然在优美的
弹拨乐曲中，给舞台上踏雨的
姑娘注入了芭蕾舞蹈的元素，
配之以华丽的服饰，正像串联
词中所朗诵的那样，“好一幅
天上人间入画来，让人分不清
眼前是踏雨的今人佳丽还是
下凡的仙女神媛……”

应该说，作曲家赵季平、
张千一、陈春光、刘文金，作家
韩静霆、指挥家张式业的加
盟，提升了《泰山》的层次，也
是作品成功的重要元素。作品
的成功

)

让人不由得想起李白
描写泰山的诗句：“天门一长
啸，万里清风来！”

鲁
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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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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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煤文集话剧卷《红
旗歌》近日由中国戏剧出
版社出版。该书收录《里外
工会》、《红旗歌》等作品。

鲁煤是“七月派”作家
中话剧创作有广泛影响的
作家，在中国话剧百年史
上，他是第一位把工人生
活搬上话剧舞台的作家。
其执笔的《红旗歌》当年
作为解放区带到北平（北
京） 向新中国献礼的作
品，在

&*+*

年的“五一”劳
动节和全国第一次文代会
期间成功演出之后，在新
中国成立前后两年间演遍
全国，产生重大社会影
响。适值新中国成立

!'

周
年之际，重温鲁煤当年从
解放区带来的这些优秀话
剧作品，并将它们结集出
版，收入中国文联晚霞文
库，也是向新中国成立

!'

周年的献礼。（蒋安全）


